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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描述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创作的发展轨迹；论述了屠格涅夫的随笔故事、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文体特点；确定了屠格涅夫的

小说创作在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在俄罗斯，小说这种形式出现得较晚。欧洲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出现了“流浪汉小说”，并在它的基础上产主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堂·吉河德》。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又先后出现了启蒙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不过应当指出，小说这种叙事文学形式的真正发展和成熟

是在19世纪，换句话说，只有在文学进人现实主义阶段，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才真正发展和成熟起来。 

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落后，俄国文学的发展也要落后于西欧。18世纪以前俄国文学中没有小说出现，只出现了一种也可算作叙事文学形式

的宗教故事。18世纪末期俄国文学中产生了一部较有名的小说作品，这就是感伤主义作家卡拉姆津的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

感伤主义就其文学特征而言可以说是“前浪漫主义”，感伤主义作家在描写外部客观世界时，始终把作家的主观体验和感受放在第一位，

而对人物和故事的描述则往往处于第二位。《可怜的丽莎》就是这样的作品。作家在叙述女主人公丽莎的不幸遭遇的同时，不断地为女主

人公的命运感叹悲伤，从而产生一种令人感伤的艺木效果。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但在小说上也并非完全是空白，如浪漫主义诗人马尔林斯基（十二月党人亚·别斯上舍夫的笔名）

就创作过一定数量的小说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尔林斯基的小说，虽说后来遭到别林斯基的批评，但作为浪漫主义作品，还是有一定

特色的。别林斯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缺乏个性和不真实，自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今天看来，批评家在一定程

度上也或多或少忽视了他的小说的浪漫主义特性。而从小说史的角度看，马尔林斯基的小说至少是俄国小说史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一 

   普希金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同时也是俄国小说的奠基者。普希金的代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 1830）就是一部诗体

长篇小说，虽说作品是用诗体写成（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创意义的全新的形式），也就是说从纯形式的角度看，作品的典型性还不够充

分（一般说来，小说属于散文作品范畴），但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得相当充分，现实主义手法也相当明显，所以

有人把这部作品视为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看来不是偶然的。不过，如上所说，对作为散文样式的小说体裁而言，《叶甫盖尼·奥涅

金》在形式上并非是典型的。 

 普希金在俄国小说史上的奠基意义更表现在他一系列散文作品——短篇小悦《别尔金小说集》（1831）、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

4）、《杜布罗夫斯基》（1833）和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中，在这些作品中，尤其是在被称为“散文体的《叶甫盖尼·奥涅

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俄国小说的基本因素和特点都已初露端倪，有些还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 

首先是历史感。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必不可少的素养之一。还是在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中，普希金在处理历史题

材上就显示出他凝重的历史感。他透过真实的历史事件把人民推到历史的前台；而后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又在主人公的性格中

发掘出社会和历史的必然性；别林斯基说过这样的话：“《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真正的历史诗篇，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主人公是历史

人物。”“特别是在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他把艺术家的虚构和历史学家的写实结合在一起，在家庭的框架中真实而形象地展示出

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普希金这些卓越的作品，是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而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在一定意义上则又是俄国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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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小说的奠基之作。 

其次是典型化。这是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如果说在历史感方面普希金还多少受到过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

的一些影响，那么在典型化上普希金则基本上是“无师自通”，是他非凡天才的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一个

个场景，主人公的一个个故事，还有一个个信手拈来的小插曲，甚至那一段段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抒情插笔”，其实都是天才的不露痕迹

的“匠心”安排。主人公奥涅金性格的典型性则是非常鲜明的。高尔基指出：“现实中未必会有这样的人，他一身兼备普希金所安排于奥

涅金身上的一切特点，可是毫元疑问，奥涅金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那个时代成千上万的人所具有的特点。”而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情

节的引人入胜，笔墨的高度集中，性格的鲜明生动，都达到了俄国文学中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于《上尉的女儿》则是普希金天生的典型化

才能的总结，也是上述作品种种特点和优点的集中。普希金深知人物个性的重要性，同时又十分重视性格的丰富性：“莫里哀的守财奴不

过吝啬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吝啬、敏捷、报复心重、爱子女、机智。”（普希金语）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差不多都是典型的，同时又

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他绝不会因为典型性而牺牲丰富性，甚至宁可失去一部分所谓的“典型性”而去追求丰富性。自然其结果不会

有损于典型性，而只会强化它和丰富它。所以普希金的典型化原则不是他创作的某种“先验的”规条，而是他创作才能的一种自由的发

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典型化原则是一种天然形态的，是他的艺术天才的果实。 

与典型化密切相关的是生活细节的描写，这也是小说创作必要的手段。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乃至在诗体长篇小说中，普希金对生活现象

和自然景物乃至人物多半是采取叙述的方式，自然其中也有一定的描写，但并不突出。随着他的创作风格向现实主义方向的逐步转化，描

写，尤其是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则日益突出。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表现在他后期的诗作中。然而，普希金的细节描写一开始就

与欧洲小说家如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细节描写不同，它虽然也是以再现生活环境和人物行动为目的的，但它又不是那种纯客观的描写，而

总是渗透着作者的感情和评价。这一点也许正是俄国现实主义与西欧现实主义的差异所在，这种被人们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正是

俄国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之一。与细节描写相联系的是对心理的刻画。一般说来，普希金不太重视人物心理细节的描写，在他笔下人物的

心理多半是一种细笔轻描式的点染，他只注意效果而不太注意心理过程本身。 

作为小说家，普希金笔下的人物性格是十分丰富的，在他笔下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人物。普希金善于在平凡事物中发现美好的东西，他

“有一种把平庸的事物变成诗的才能”（别林斯基语），这是他的天性尤其是他的艺术个性的主导方面。所以普希金笔下的重要人物如奥

涅金、达吉雅娜都可以列人“正面”人物之列，即便是在沙皇政府认为是“粗野、杀人不眨眼”的农民领袖，在普希金笔下也展露出其人

性的美好的一面。普希金塑造人物的这一倾向对后来的俄国小说家有重大影响。 

从小说形式上看普希金也有新的开拓。他的中短篇小说在形式上可以说是俄国中短篇小说的典范作品，而他的长篇小说在形式上虽说也有

一定代表意义，但毕竞只有那么一部；而且从后来俄国小说的发展看，《上尉的女儿》所代表的那一种类型还略显单薄。不过人们注意到

普希金曾有一个宏大的构思，那就是他要在名为《彼得大帝的黑奴》的长篇小说中，再现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再现

的俄国的那段历史。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而完成了这部可以认为是“史诗型”的作品的话，那么俄国小说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小说创作上莱蒙托夫也有卓越的表现。作为诗人，他继承和发扬了普希金的传统，使诗歌更贴近当代生活，抒写当代人特别是当代青年

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一种更深沉更忧愤更严峻的时代气氛，从而把俄国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小说家，他在长篇小说《当代英

雄》（1842）中则把普希金开创的俄国小说传统的某些方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如皮却林对奥涅金的继承性、抒惰描写的运用等方

面。 

莱蒙托夫在创作手法和小说形式上也有新的贡献。首先是他的心理分析。在莱蒙托夫笔下心理描写以一种完全是新的形态出现，他不是像

普希金那样把人物的心理完全作为人物行为的依据或解释，而是作为一种对象、一种目的来加以观察和表现。从出发点看就与普希金不大

相同。所以他在重视心理效果的同时，也重视心理过程本身。这一点对俄国小说来说是独创性的，其中也许包含对欧洲日记体小说的借鉴

和利用。 

其次是小说形式。在今天看来《当代英雄》在形式上具有某种“超前性”。就其结构的灵活性、视角的多样性、人称的自由转换、时空的

多层次交叉等方面来说，莱蒙托夫在现代小说家面前是毫不逊色的。 

果戈理在小说创作上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子。作为一位杰出的戏剧作家，其批判精神已在《钦差大臣》中锋芒毕露，其才华的特点也初现端

倪。而作为“俄国散文文学之父”，其现实主义力量和天才在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死魂灵》（1842）中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 

果戈理的天性和艺术个性与普希金迥然不同，他善于把“俄罗斯的全部丑恶集成一堆，同时来嘲笑这一切”（果戈理语），而很少把注意

力投向美好的东西。因此他的天才的主要特点是幽默和讽刺，正是这一点与现实主义不谋而合，同时也就决定了他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

的领袖人物。与诗人——小说家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不同，果戈理是真正的散文家和小说家。 

作为俄国小说的奠基人之一，果戈理开创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和另一个流派，即讽刺的现实主义道路和流派，他与普希金开创的诗意的现实

主义并称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也可以说是俄国小说的两条道路和两大流派。 

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注目于俄国贵族青年不同，果戈理始终把他的笔锋主要指向俄国的官吏和地主，这是他的天性和艺术个性的取向。在

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他无情地揭露了生活中各种丑恶的现象和人物。在长篇小说《死魂灵》中他更是把批判锋芒直指俄国地主阶级。毫

无疑问，他的创作的批判力量是此前俄国文学中最猛烈、最巨大的。然而果戈理也并非不想写他的正面的理想人物，不过《死魂灵》第二

部的失败证明他的这一想法的破产。这之中除了世界观方面的原因外，也与他的天性和艺术个性有密切关系。 

颇有意思的是，《死魂灵》的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给果戈理的。如果普希金亲自处理这一素材，那很可能会别有一番风味：普希金是否会在

马尼洛夫们和乞乞可夫们身上发掘出某种美好的东西呢——一如莎士比亚对夏洛克的做法？回答这个“假定性”的问题是困难的，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地主的性格一定会比果戈理的更为丰富。这是艺术家的天性和艺术个性使然。 

就形式来说，果戈理的《死魂灵》是一部史诗型的作品，准确地说，是一部初具史诗特点的作品。这在当时的俄国文学中自然也是一种新

的形式。就规模而言，它比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要大；就所展示的社会画面来说，也要比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更广；并

且在揭露和批判的方面，它也要比后者更为直接更为猛烈。不过从典型化角度看，它虽也有自己的特点，但在集中和凝练方面未必能达到

后者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一部结尾处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的喷发，抒写了一段段洋溢着激情的“抒情插笔”，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果戈理流派与普希金流派既偶然又必然地交汇在一起。 

这样我们便可以对屠格涅夫以前的俄国小说作一个简略的总结： 

（一）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最主要的形式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俄国文学中已出现奠基作品，而且还形成两大

流派即普希金流派和果戈理流派。从这个角度看，俄国现实主义或者说俄国小说的发展已基本上与西欧达到同步。 

（二）俄国小说在题材和人物上都有着自身的特点，主要可归结为这几个方面：一是贵族知识分子题材；二是小人物题材；三是农村生活

即地主和农民生活题材。这些特点是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俄国小说家笔下的典型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延续

性。 

（三）俄国小说在一开始就形成不同风格即诗意的现实主义和讽刺的现实主义两种风格。虽说后来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将它们概括为“心

理学派”和“社会学派”，但这两种风格都是以主观评价对现实主义的积极介入为特征的。俄国小说从开始一直到后来几乎未出现过“巴

尔扎克式”的即高度客观和极为精细地再现现实的作品，与这两种小说源头有密切关系。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这是由俄国浪漫主

义起步较晚，而现实主义又接踵而来、现实主义在浪漫主义中应运而生的特殊发展情势所决定的。 

（四）俄国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虽说已有自己的奠基作品，但从形式上看还远非完善。俄国长篇小说在初创时期，并未出现像《红与黑》

那样在形式上相当充分和完美的作品。如前所述，《叶甫盖尼·奥涅全》作为诗体长篇小说，在形式上不具有典型意义，《上尉的女儿》

和《当代英雄》其实都只有中篇的格局，而且其中的主观因素过强，而《死魂灵》也如高尔基所说，“同样存在着一般浪漫主义的特点，

即客观主义的不足”。 

（五）这也是上述几个方面所决定的，俄国小说至此还没有产生有欧洲影响的小说家和小说名作。 

 

二 

 

屠格涅夫登上文坛之际，正是俄国诗歌时代基本结束、散文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浪漫主义已开始让位于现实主义

的时刻。 

屠格涅夫在其创作探求中对各种文学体裁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并留下有着各自不同意义的作品。他先是迷恋诗歌，在这个领域他留下了

纷杂的脚印。他的诗歌作品虽称不上一流水平，但在那个诗歌“人睡”的时代还是有一定的“填空补白”的作用；而且他的“诗体短篇小

说”在俄国诗歌中也属独创性的作品。后来他又迷恋起戏剧，在这个园地里也有所收获。他的社会风俗剧填补了果戈理与奥斯特洛夫斯基

之间的空白，而他的抒情心理剧更是一种富于新意的戏剧品种，并且他在无意之中成为契诃夫的先驱。 

终于在40年代后期，他适时地转入了散文世界。在这个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学门类中，他的才华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的创新精神闪耀出璀灿

的光芒。 

他以敏锐的目光在生活中感悟出新的表现角度，发掘出新的题材和新的人物。从农民到贵族知识分子，从“旧人”到“新人”，他所迈出

的每一步，都踏准了时代运行的节拍，表现和预示了社会的气氛和情绪，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产生了“轰动效应”，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 

他以独具的创新精神尝试散文中的各种体裁，从随笔到中短篇小说，从中短篇到长篇，又从大型散文到微型散文，他所走过的每一处都播

下了新的种子，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创造不仅在俄国文学中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就是在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影

响。这里我们仅就屠格涅夫的散文文体（主要是小说文体）来探讨它在俄国小说发展中的意义。 

《猎人笔记》作为随笔——故事的集合，在体裁上是独创的。在40年代萧条的俄国文坛上，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引人注目。较之于一

般的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随笔，它更富于清新的生活气息和思想内涵；较之于当年还只是刚刚起步、为数不多的俄国中短篇小说，它显得

更为精练和生动；它里面通常都有一个故事，但作者又不刻意去追求故事的曲折和完整，故事仿佛是作者漫不经心地讲述出来；它里面几

乎都有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但他们都仿佛是被作者顺手牵羊一样带了出来，而且作者并不对他们的形象精雕细刻，但他们大都给人们留

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它以叙事为主，但又不限于叙事，有时是叙事与议论相交替，有时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也有时议论和抒情还占有主

导的位置，有时作者又把一切撇开，去描写此时此地的大自然风光；它有时是通过作者的眼睛来观察其中发生的故事和人物，有时则是通

过故事中的某个角色来讲述一切，它里面的议论和抒情的主体简直都难以分清楚是作者还是故事中的人物；它里面的场景，不论是生活的

还是自然的，都充满着明朗的诗意；还有它的文笔是那样的优美，语言是那样的生动。这就是屠格涅夫给俄国文学带来的新的文学品种—

—随笔——故事。它基本上保留散文的叙事的特点，但又因诗歌因索对它的“介入”而获得更为轻灵活泼的形态；它大抵上还是以故事和

人物的活动脉络为线索，但抒情成分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它的感染力。俄国读者为这此前还未见过的新作品而喜不自禁，批怦界也认

为它的出现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不过《猎人笔记》还只是屠格涅夫不经意地踏人散文世界后留下的“小制作”，此后，屠格涅夫告别了诗歌和戏剧，全身心地投人散文中

最主要的形式——小说的创作上。他首先从事的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应该说，在屠格涅夫以前俄国的中短篇小说较之于长篇小说有着更

为深厚的传统和基础。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成就集中在中篇小说上，俄国浪漫主义在小说领域的成就也在中短篇小说上。此后，普希金和

果戈理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也有突出的成就。 

一般说来，中短篇小说作为中小型叙事作品，在题材和结构上都要比长篇小说容易把握得多。所以小说家在创作之先一般都是从中短篇开

始的，普希金和果戈理是这样，屠格涅夫也是这样。不过若从时间上说，在普希金和果戈理之后，在40年代并非是屠格涅夫一人首先开始

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当年在俄国文坛上写中短篇的大有人在：赫尔岑在40年代创作了中篇《一个青年人的札记》（1840）和《偷东西的喜



鹊》（184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0年代创作了中篇《穷人》（1845）、《同貌人》（1846）和《白夜》（1848）；格里戈罗维奇创作了

中篇《乡村》（1846）和《苦命人安东》（1847）；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差不多的时期中发表了中篇《矛盾》（1847）和《一件错综复

杂的事》（1848）。 

可是，在俄国小说家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样，从40年代起一直到逝世前的80年代初始终坚持中短篇小说的创

作，并形成稳定的独特的风格。 

如果说在《猎人笔记》中诗歌的某些因素还只是对散文的“初步介人”，而这种“介入”的成功是屠格涅夫始料不及的；那么在中短篇小

说里诗歌则对散文实行了“全面入侵”，而这种“入侵”则是屠格涅夫自觉而为的。 

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几乎都可以视为诗歌与散文相结合产生的形式，而且是典范的俄国诗歌和俄国散文相结合产生的新形式，换个角度

说，就是典范的俄国浪漫主义和典范的俄国现实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新形式。 

这里应强调的是“典范”两字。对俄国文学而言所谓“典范”就是传统以及在它的基础上的创新，而“传统”具体说来就是从俄国感伤主

义到浪漫主义、直至普希金以来的“传统”；对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而言，所谓“典范”就是“俄罗斯式的”。屠格涅夫和他的中短篇小

说在这两层意义上都可堪称为“典范”；而其他中短篇小说家及其作品未必能或未必能完全享有这样的称号。自然，上述“其他中短篇小

说家”中并不包括后来的契诃夫在内，而是指与屠格涅夫同时或差不多是同时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的俄国作家。例如赫尔岑的中短篇小说

就不能够说是“典范”的俄国中短篇小说，其中理性的成分比重过大，显然它们是借鉴了欧洲启蒙小说的传统；在欧洲人面前也不能显示

出俄罗斯的特点，事实上它们在欧洲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再如果戈理早期的深受德国作家霍夫曼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也很难称得上是

“典范”的俄国作品，自然这样的作品也很难真正地吸引欧洲读者。 

事实上普希金的作品也是在较晚的时候才被介绍到欧洲的，而且主要是通过屠格涅夫的努力才让欧洲人认识普希金的。当欧洲读者一读到

普希金的作品，立刻被其中洋溢着的俄罗斯生活气息和俄罗斯式的文体风格所吸引。和他的学生屠格涅夫一样，普希金能够被欧洲人接受

和认同，靠的也是他所开创和代表的俄罗斯传统和俄罗斯式的文体风格。 

屠格涅夫的心理的抒情的诗意的中短篇小说，从总体上说是诗歌对散文全面渗透的一种新的文体；但具体说来，也就是说从其内部各种不

同的变体来说，却又是一种十分自由的文学形式。屠格涅夫对这种文体采取十分灵活的态度，他根据题材和人物的不同有选择地调节诗歌

介入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对于爱情题材，多半会加强情感的和心理的渲染；对于奇人趣事，多半会着眼于构思的巧妙；对于有神秘意味

的内容，多半会强化瞬间的气氛；对于“俄国的哈姆雷特”，则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心路历程的展示；对于纯情的少男少女，则大力抒写

他们爱的感觉。因此，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文体在诗歌对散文的全面渗透的总体趋向中，又获得各种不同的形态。 

如同中短篇小说方面的情形一样，屠格涅夫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时也有一部分俄国作家开始涉足这一形式的创作，在时间上有的甚至还要比

屠格涅夫更早一些。 

赫尔岑在1841年就开始创作“问题小说”《谁之罪？》（184～1846）；而冈察洛夫在40年代已发表两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184

7）和《奥勃洛莫夫》（1849）；在屠格涅夫长篇小说创作达到高峰的年代，也就是50～60年代，俄国长篇小说也开始走向高峰，文坛上

已出现不少长篇小说家和优秀作品，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问题小说”《怎么办？》（1862～1863）和《序幕》（1867～1870），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悔辱与被损害的》（1861）、《罪与罚》（1866）和《白痴》（1868）等，这时列夫·托尔斯泰在发表“自传体三部

曲”即中篇小说《童年》（1852）、《少年》（185）和《青年》（1856～1857）等作品后，也开始构思和写作史诗性巨型长篇小说《战

争与和平》（1863～1869）。 

当屠格涅夫走进长篇小说的领地后（虽说他当年对长篇和中篇之间的本质区别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在他的潜在意识里对这种差别是十分

重视的），面对着这种大型的叙事体裁，他自觉不自觉地大幅度地调整了诗歌对散文的“入侵”的力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已开始从

散文中逐步“撤退”，自然，不会是“全面撤退”，它还留下不少人马，伺机而动。屠格涅夫深知，为了服从大型叙事作品塑造性格（用

屠格涅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典型）、再现性格和环境的关系这个主要任务，他必须加大叙事的力度，如果还像在中短篇中那样听任于缪斯

的自由飞翔，那他在长篇小说中将不会获得成功。从《罗亭》到《处女地》的六部长篇小说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诗歌撤离的轨迹：在前

两部“怀旧”之作中，诗歌的成分依旧不少，不过叙事力度开始加大；在后两部“现代之作”中，音调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少了几分缠绵

和温柔，多了几分凝重和严峻，而且叙事的比重进一步加大；在最后两部“复归”之作中，情况则发生一些变化：抒情，在前者更多地转

化为议论，在后者则基本上成为讽刺，而叙事则基本上占有主导地位。也就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出版后不久，屠格涅夫在为他

的六部小说结集出版而写的序言中，把从《罗亭》开始的这些大型叙事作品的体裁正式确定为“长篇小说”。而与此同时，屠格涅夫在俄

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家的地位也最后确定，并且还获得由外国人所授与的“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的美称。 

与相当自由和灵活的中短篇小说文体相比较，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文体则相对稳定得多。诗歌的因素虽已减弱，但绝没有消失，它总是适

时地从叙事的缝隙中“破土而出”，从而在各个方面强化叙事的效果。与此同时，戏剧的因素似有所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还赋予屠

格涅夫长篇小说以程式化的特点，如大致差不多的总体结构，不大的活动空间，不长的时间跨度，占有中心位置的人物的对话，必不可少

的插叙或补叙，瞬间的激情时刻，情节的急转直下，紧接着的高潮，独特的尾声，再加上穿插其中的适可而止和恰到好处的诗意的渲染和

点拨。这些便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较为稳固和运用得相当纯熟的程式。所以屠格涅夫长篇小说在文

体上表现出一种对其他文体如诗歌和戏剧等的“综合”的趋向，这是集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于一身的屠格涅夫所独具的特点。 

屠格涅夫的小说文体从总体上说是对俄国文学传统文体（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文体）的创造性的继承、综合和发展的结果；而具

体说来则又是对诗歌和戏剧等多种文体的有机综合和利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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